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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跨界区域不断涌现，形成以合作互利为制度基础

的区域治理新主体。作为全球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跨

界区域之一，欧盟跨界区域为世界各地的跨界发展与治理提供了经验范本。本文在概述欧盟跨

界区域研究背景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其发展历程，指出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与欧洲一体化的宏

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空间导向的跨界发展萌芽期、法律导向的跨界发展

成长期、经济导向的跨界发展拓展期以及制度导向的跨界发展深化期。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了

欧盟跨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重点关注了其多层次的治理结构与稳定保障政策的形成过程

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结合笔者对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观察，本文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

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包括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

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以及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通过欧盟

经验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对长三角跨界区域发展提供理论与实

践指导，以此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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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不断深入，不同领土当局之间为协调和拟定共同的行动计

划，纷纷开展了跨越国家与地区边界的制度合作［1-3］。本文所界定的跨界区域正是承载上述

合作的空间实体，即处于同一个制度框架下，由地理邻近但隶属于两个（或多个）行政主体的

地区所共同构成的合作发展区域［4］。在具体实践中，这类区域所跨越的行政边界既可以是

国界，例如包含瑞典、芬兰等国的波罗的海区域［5］、跨越美墨边境的圣地亚哥-蒂华纳［6］等；也

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行政区划，尤其体现在我国近年来推动的大量跨界区域构建实践中。

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城镇化的综合影响下，我国城市与区域发展进入了深度转型

期，区域协调发展成为越来越多政府机构与经济组织的共识［7，8］。其中，在包含多个省或

（和）特别行政区的层面，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跨界区域建设已跃升为国家战略。

同时，省及以下单元也进行了广泛的跨界合作尝试［9］，例如跨省界发展的临沪地区［10-12］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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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13］、跨市界发展的江阴-靖江产业园区［14］和临平-海宁区域［15］等。

在这些跨界区域的构建过程中，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协调增长需求、推动分类管控、构建

长效合作机制、保障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规划界与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议题。针对这一问

题，本文通过对发展最早、规模最大、行政边界层次最为丰富的欧盟跨界区域的背景、实践历

程与制度构建进行分析，有所扬弃地对以长三角为代表的我国跨界区域的发展提供具体的

政策建议。值得注意的是，跨界区域的发展根植于其所处的区域环境，深受区域文化、制度

形态、以及合作的物质激励等影响［1，2］。这也是我们比较中欧跨界区域，借鉴欧盟发展经验

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1  欧盟跨界区域的研究背景 

欧盟是跨界制度合作最早出现、也是分布最广的地区，拥有丰富的跨界区域发展实证案

例。从 1958年首个跨界区域（EUREGIO）起，欧盟跨界区域的蓬勃发展对整个欧盟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欧洲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截至 2015年 6月，围绕 38个

内部边境构建的跨界区域吸纳了 37. 5% 的欧盟人口，创造了 30% 的欧盟 GDP。在娱乐购

物、探亲访友、求职经商等需求的驱动下，接近 200万的欧盟居民每月至少跨越一次国境，构

建起了紧密相连的跨界生活共同体。

针对这一多尺度、多主体的经济调控与政治治理过程，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多种

理论解读。对于跨界合作的产生与跨界区域的发展，Castles基于流动空间的视角将跨界社

区的出现归咎于科技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下的多向资本转移与频繁人口流动［16］。Scott从区

域一体化的研究视角提出了跨界区域主义（cross-border regionalism）的概念，并以此来描绘

跨界区域的发展历程［2］。他认为跨界发展过程既来源于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战略协调，也

来源于自下而上的地方合作意识。从全球与区域治理的角度出发，尺度理论被广泛使用于

解读跨界合作［17，18］。跨界区域的形成被视为一种尺度重构的过程，包含政治动员、治理建构

以及策略联合三个阶段［19］。随着跨界区域建构所演进的是不断完善的跨界合作制度。学者

们从整体视角出发，追溯欧盟跨界合作制度发展的过程，指出从早期以“双协会”为代表的双

边合作、专项协调模式［20］，到近期跨界合作基金主导下的多层次、多主体的跨界行动计划与

合作项目，以及以空间规划为抓手的空间协调制度，欧盟跨界合作逐渐搭建起了多尺度、多

层次的制度化合作体系［2］［39］。近年来的移民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新冠疫情使得欧洲各国重

新加强边界管控，欧盟跨界发展产生了新的特征，体现出跨界区域发展的新趋势与跨界合作

制度构建的新方向［22］。在区域协调与一体化发展之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强调地方特质、

多元发展、以及跨界发展的相对性［23，24］，并提出了不同的跨界融合模式，如强调双边互信的

北欧模式、着眼跨界流动的西欧模式、以及依赖欧盟政策工具的中欧模式等［25］。

我国学者对欧盟区域一体化与跨界发展的关注可以追溯到 20世纪 90年代。早期研究

主要来源于政治学与经济学领域，对欧洲一体化的理论基础与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26，27］。

随着欧盟的东扩与欧洲跨界合作不断扩展，我国学者关于欧盟跨界区域的讨论也逐渐深入。

在一体化制度研究的基础上［28，29］，学者们比较了不同跨界合作机制，指出欧盟的跨界发展更

多着眼于国土的平衡开发与区域多中心发展，因此不同于北美与东南亚以发挥产业集聚效

应为首要目的的跨界合作［3］。在此基础上，大量学者从欧盟跨界发展中吸取经验，对我国都

市圈与城市群［30-32］、区域协同发展［33-35］与环境治理［36］等提出了诸多政策建议。与此同时，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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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欧洲空间规划愿景的发布，“空间规划”也成为了我国规划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在案例

研究的基础上，学者们总结了欧盟空间规划的理念内涵［37］、主要内容［38-40］与实施手段［41，42］，

探讨了对我国区域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启示。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欧盟跨界发展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然而政治学与经济学视

角研究较多，跨学科研究视角较少；具体案例研究较多，整体经验研究较少；针对某一截面的

特征研究较多，对特征形成原因、制度变迁过程关注较少。整体性视角与历史比较视角的缺

失使得我国学者对于欧盟跨界发展的理解与经验借鉴往往流于表面，难以从制度演化的角

度对我国跨界发展提出系统性的、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因此，本文从制度形成与发展的视

角系统地回顾欧盟跨界区域的发展历程，总结提炼出现阶段欧盟跨界区域治理与规划的核

心特征与实施路径；以此为借鉴，对长三角区域跨界协同发展的政策实践进行了反思并提出

相应的建议。通过对欧盟及作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先行者的长三角地区的发展经验的比较扬

弃，笔者希望抛砖引玉，对我国跨界区域治理的理论及实践贡献一定的知识补充。

2  欧盟跨界区域的发展历程 

自 1958年首个跨界区域成立以来，经过七十余年的蓬勃发展，欧盟内部已经形成了超

过两百个大大小小的跨界区域（图1），在安全、交通、教育、就业等方面展开了合作与交流，成

为欧盟领域制度合作与区域政策实施的主要空间载体［42］。总体而言，欧盟的跨界区域发展

与欧洲一体化的宏观趋势紧密相关，主要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萌芽期、成长期、拓展期

以及深化期。

2.1　跨界发展萌芽期：功能区导向的合作初现　

二战后的大规模重建为欧洲跨界合作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如同 McCor‐

mick ［43］所言，战后的欧洲整合以重建以法、德等为代表的欧洲大国友好关系为起步。跨界

区域的出现，正是上述区域整合探索的微观体现。这也解释了为何大部分早期的跨界区域

伴随着法德和解的历史进程，大多集中在两国及其相邻的边境地区，如 1958 年成立的

EUREGIO（德国-荷兰边境）、1963年的 Regio Basiliensis（法国-德国-瑞士）、1968年的 Saar-

Lor-Lux（法国-德国-卢森堡）等。

受空间邻近性影响，临界区域具有构建共同功能区域的巨大潜质，即“区域性”（region‐

ness）［20］。对这一潜质的追求是推动欧洲早期跨界合作的动因之一，也是欧洲早期跨界合作

的主要目标。释放联动发展潜力、打破边界桎梏、推动跨界空间协调发展成为早期跨界合作

关注的重点。在空间导向下，参与跨界合作的双方（或多方）政府针对边界地带的诸多问题，

合作出台了大量的交通与基础设施规划以及区域发展政策。

以国家（而非地方）为主体的跨界区域制度构建是早期欧洲跨界区域的另一个重要特

征［44］。在国家政府的积极推动下，跨界区域不仅成为跨界合作的发生空间，也是跨界合作的

实施主体［45］。以首个跨界区域EUREGIO为例，早期的跨界合作大多采用经典的“双协会”

模式：合作双方首先在各国的法律框架内分别成立跨界协调协会；在此基础上，双方协会联

合签署跨界协议，合作建设跨界区域［20］；针对具体合作事项，双方常常合作成立专项协调委

员会，如EUREGIO的跨界规划协调会等。

经过二十年余的发展，欧洲的跨界区域在 70年代中后期进入了减速乃至停滞期。究其

原因，一方面，战后重建浪潮已过，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欧洲各国内部面临巨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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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压力，区域整合与跨界发展的能力与意愿都大幅降低；另一方面，主权原则仍是欧洲主要

国家制定社会经济政策的首要因素。如何协调国家主权原则与欧洲一体化发展趋势，成为

跨界发展萌芽期的主要瓶颈之一，也是下一阶段跨界发展关注的重点。

2.2　跨界发展成长期：跨界合作法律基石的奠定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带来了新一波区域整合的浪潮，也被称为“新区

域主义”（New regionalism）［46］。与上一阶段不同，此阶段的跨界发展与区域整合不仅呼应

“区域性”与“空间性”的追求，而更是一种全球化驱动下区域发展战略的转型［47］。在此背景

下，欧洲委员会出台了一系列与跨界区域相关的法律条例与规约，为隶属不同国家的地方政

府参与跨界合作提供了制度框架，标志着跨界发展进入了成长期。

1980年《欧洲领土共同体或当局之间越境合作纲要公约》（也称为《马德里公约》，后文简

称为《公约》）的签订是欧洲跨界区域发展成长期的标志性事件，奠定了跨界区域作为一个政

治与行政实体的法律基石。《公约》规定，“缔约方承诺促进共同体或当局之间跨越边境的合

作（即跨界合作）”（条款 1）。至此，“跨界合作”一词首次正式出现在欧洲委员会的官方文件

中，标志着跨界发展法律框架的建立［48］。《公约》明确将推动跨境合作、缔结跨界协定确立为

签署国的法律义务，并展示了代表性的跨界合作操作框架与实施路径（条款3-7）①。

①条款细则详见European Outline Convention on Transfrontier Co-operation between

Territorial Communities or Authorities（https://rm.coe.int/1680078b0c）。

图1　欧盟跨界区域空间分布

Fig.1    The distribution of cross-border regions in the EU

资料来源：根据欧盟区域政策相关资料改绘 http：//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sources/docgener/focus/2011_01_typol‐

og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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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跨界合作法律框架的明晰，跨界合作参与范围不断扩大，地方政府与区域政府越来

越多地参与到跨界合作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之中［49］。不同于以国家政府为主体、国际条约为

载体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下的国际合作，跨界合作逐渐成为地方政府间问题导向下的

“低政治”（low politics）活动［20］，并受到相应法律保障，如 1985 年批准的欧洲地方自治宪

章等。

然而，尽管《公约》以及其附加协议赋予了跨界合作主体（如跨界协会等）潜在的法人身

份，但是该身份仍受参与合作国法律框架约束，并没有形成超越国内法（Domestic Law）的共

同法（Community Law）。这一原则表明，在法律层面，国家主权原则与欧洲一体化发展趋势

仍然无法完全协调，这是造成后期欧盟跨界合作形式多样、跨界治理体系复杂的主要原因之

一［43］，也间接导致了在随后的发展中，这一法律导向的跨界区域整合路径被更加实际的、经

济导向的整合路径取代［50］。

2.3　跨界发展拓展期：合作基金的诞生　

20世纪 80年代末的冷战结束与东欧剧变，对欧洲乃至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都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区域一体化的加速、以及强调国家管控经济的新凯恩

斯主义的衰落，无一不显示出国家主权的部分瓦解［51］。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化席卷下开拓

新市场、提高竞争力的压力，欧洲各国逐渐接受了局部让渡国家主权以建立超越国家的政治

经济联盟的构想，并通过欧盟以及与之相关的欧洲单一市场、欧洲货币联盟等体系建立了一

个超国家的治理层级。在这些超国家组织的推动下，跨界区域被赋予了试验欧洲单一市场

的重要职责，因此也被称为“欧洲一体化的实验区”［42］。这一 “实验区”的跨界整合效应随着

表1　欧盟跨界区域发展历程（1958—2020年）

Tab. 1    The development of cross-border regions in the EU (1958-2020)

阶段

发展背景

参与范围

主要特征

标志事件

面临问题

跨界发展萌芽期 

(1958—1979)

战后重建

主要强调国家政府

空间导向，出台跨

界空间规划等（主

要涉及具体跨界基

础设施），推动跨界

功能区的形成

1958年成立首个跨

界区域EUREGIO

国家主权原则与一

体化发展的冲突

跨界发展成长期

(1980—1989)

全球化推动欧洲一

体化

主要强调国家、区

域与地方政府

法律导向，出台跨

界合作的法律框架

1980年签署马德里

公约

跨界合作法律框架

未能调和国家主权

原则与一体化发展

的冲突

跨界发展拓展期

(1990—2006)

冷战结束，欧元区的建立

主要强调区域与地方政府

经济导向，建立跨界合作基

金支持的项目平台，空间规

划作为超国家层面的整体治

理手段，涵盖基础设施、城乡

发展、生态保护等诸多方面

1990 年成立跨界合作基金；

1999 年出版《欧洲空间发展

展望》

跨界合作项目以经济导向为

主，制度建构不足

跨界发展深化期

(2007—2020)

欧盟机构改革，深化区

域整合

国家、区域与地方政

府，企业，NGO、研究

机构、市民组织等

制度导向，从跨界合作

到领域合作，形成多层

次治理体系

2007 年签署里斯本条

约，出台新一轮区域与

社会凝聚政策

如何简化程序与机构

设置，打破制度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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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来的跨界合作结构性改革而不断深化，标志着欧盟跨界合作进入快速拓展期。

欧盟跨界合作基金（或译为跨国区域发展动议，International Regional Initiative， Inter‐

reg）的设立是跨界合作拓展期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标志。与早期的单一项目、参与国家政府

投资为主的跨界合作模式不同，欧盟跨界合作基金获得了来自欧盟成员国共同筹资的欧盟

地区开发基金（European Regional Development Fund，ERDF）的大力支持，建立了跨界合作

项目平台。通过跨界合作基金，欧盟（早期为欧共体）期望通过大规模的资金注入激活边境

地区地方政府潜力，使其在创造“没有边界的一体化欧洲”中发挥核心作用，以消除边界对经

济流动的消极影响，发挥单一市场的巨大潜能。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合作基金通过“资金杠杆”撬动了欧盟跨界合作项目的增长（表 2）。

据不完全统计，仅该基金推行的前十年（1990—1999年），欧盟跨界区域的数量较前一阶段

（成长期）已翻三倍有余，在 1999年末达到了 73个。更为重要的是，在跨界合作基金的支持

下，跨界发展不再仅仅集中于少数国家与地方，而是通过大大小小的跨界行动计划（Cross-

border Action Programmes）与跨界合作项目（Cross-border Action Projects）延伸到不同国家的

边境地区。同时，跨界合作基金也催生了大量跨界合作组织，以对跨界基金的运行与跨界项

目的落实实施有效的日常监管。

与此同时，随着跨界合作的拓展，传统的基础设施导向的整合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区域协

调发展的需求，空间规划应运而生——这是跨界发展拓展期结构性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欧盟各成员国与欧盟委员会经过 10年的合作研究，于 1999年正式出版了欧洲空间发展愿景

（European Spatial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ESDP）。与传统的总体规划不同，该愿景在超国

家层面对于欧盟内部城乡发展、交通廊道、生态保护等提供总体框架、空间指导与技术支持，

并通过相关法律、政策、动议与指导文件推动相关发展愿景的落实，因此被视为是推动欧洲

一体化的“空间治理工具”［3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年来跨界区域在合作基金推动下蓬勃发展，学术界从未停止对于

这种合作模式的批判性探讨。争论的核心在于：1990年之后不断涌现的跨界合作项目是为

了争取欧盟经济资助的“权宜之计”，还是“真正的”制度化的治理模式创新？针对这一制度

构建的问题，下一阶段的跨界发展将进行进一步探索。

表2　欧盟跨界合作基金（Interreg）的阶段、项目与资金

Tab. 2    The phases, programmes and investment of Interreg

阶段

时间

法律地位

成员国数量

跨界行动计划

预算（欧元，按

当前汇率）

Interreg  I

1990—1993

地方发展动议

11

31项

11亿

Interreg  II

1994—1999

11（后来发展

到15）

59项

38亿

Interreg  III

2000—2006

欧盟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管理规

章的一部分

15（后来发展到25）

79项

58亿

Interreg  IV

2007—2013

27（后来发展

到28）

92项

87亿

Interreg  V

2014—2020

单独的管理规章

28

100项

101亿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材料整理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archive/cooperate/cooperation/index_en.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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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跨界发展深化期：多尺度治理框架的成熟　

2007年签署的《里斯本条约》吹响了欧盟机构改革的号角，也推动了深化跨界合作制度

构建的脚步。欧盟在经济整合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了在政治与社会领域的整合力度，逐渐形

成了超国家-国家-地区的多尺度治理体系。伴随着治理体系的拓展与治理关系的复杂化，

跨界合作升级为多尺度的“领域合作”（territorial cooperation），标志着欧盟城市与区域合作

进入了以“多尺度的制度化”（multilevel institutionalization）［2］为特点的跨界发展深化期。

这一变革可从欧盟跨界合作基金的项目名录中窥见一斑（表 3）。欧盟对跨界合作项目

的资金支持和对标准行动路径的设计表现在了地方、跨国和超国家三个空间尺度。

其中，Interreg A（Interreg cross-border）主要针对地理空间相邻的微观尺度跨界区域（通

常跨度约 50~100km），重点关注地方企业发展、劳动力市场整合、基础设施网络与基本公共

服务等，如关注跨界农产品产业链的 Filière AD-T项目、关注跨界劳动力流动的CBP-TLMJ

项目、关注跨界教育资源共享的Centrum vzdelávania项目等。与微观尺度（Interreg A）的跨

界合作不同，国家尺度（Interreg B）与超国家尺度（Interreg C）的区域合作则更加关注“合作

性”而较少强调“空间性”，即参与项目的国家与区域并不一定地理空间紧密相连。其中，In‐

terreg B（Interreg transnational）主要针对中观尺度、涉及数个国家的区域合作项目，这些项目

通常基于与空间规划有关的区域发展问题，如关注西欧高速铁路建设的HST Connect项目，

关注城市公共空间的Lively Cities项目等。更大尺度的超国家区域合作 Interreg C（Interreg 

interregional）是 2006年后欧盟领域合作的新重点［1］，通常涉及大区域层面的技术革新，旨在

建立覆盖多数欧盟成员国的跨区域协作与交流网络①，如关注低碳城市与交通的 2050 Cli‐

MobCity项目、关注海上风能合作开发的4 POWER项目等。

跨界合作基金等项目的扩展与深化为不同尺度、不同类型、不同主体之间的区域合作构

建了一系列精细的制度框架。尽管近年来围绕这些“精细化制度设计”的不足仍有很多讨

论，如繁复的程序与制度设计阻碍沟通、降低合作效率［52］，但总体而言，它们仍被视为欧盟一

体化的成功范例［42］，在消解边界冲突、推进资源共享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了纵向跨

越尺度与横向跨越边界的区域合作体系，以最终实现治理模式创新的“积极的一体化”［53］。

①与国家尺度的区域合作（Interreg B）关注临近区域的空间协调与规划不同，超国家尺度的区域合作（Interreg C）通常面

向普遍型的发展问题提出“泛欧洲”的解决方案，并不以空间临近为必须条件。

表3　不同尺度的欧盟跨界合作基金概述

Tab. 3    A summary of cross-border regions in the EU at different scales

空间范围

跨界行动计

划（以 Inter‐

reg V为例）

合作重点

参与主体

Interreg A

两国（或多国）边境区域

88项（其中合作项目 60项，预备

接纳援助项目 12 项，欧洲睦邻

伙伴项目16项）

空间邻近性（如通过跨界设施共

享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地方与区域政府

Interreg B

跨国区域

15项

空间规划（通过空间协调手

段，解决不同地区面临的共

同空间挑战）

超国家、国家、与区域政府

Interreg C

超国家大尺度区域

4项

网络与交流（城市/区域之间

的能力建设与合作，不强调

空间性）

超国家、地方与区域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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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动欧盟跨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特征 

欧盟跨界合作的发展见证了区域一体化浪潮下以国家为主体的治理过程的重构以及多

元主体参与的多层次治理制度构建。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接下来的讨论无法涵盖所有欧盟

跨界合作框架与机构设置，而是着眼于代表性的跨界区域，归纳出目前欧盟跨界区域制度框

架可持续发展的两点成功经验：决策多元化与保障长效化。

3.1　决策多元化　

欧盟跨界发展的历程也是多元治理发展与深化的历程。从战后重建中国家政府主导的

跨界合作，到 80年代分权化改革下大量地方政府开始走向国际或区域合作的舞台，再到 21

世纪以来欧盟等超国家组织的影响日益加大，同时各类企业、非政府组织、市民团体也在区

域合作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除了多元主体之外，多元跨界治理同时根植于跨界

区域嵌套的空间结构与权力关系中，产生了多主体、多尺度的决策框架。伴随着跨界合作的

拓展与深化，欧盟跨界治理从单一的国家尺度的合作与协调，扩展到了兼具超国家尺度（涉

及欧盟等超国家组织）与次国家尺度（涉及各层级的地方政府）的多层次跨界治理结构，推动

跨界项目决策主体多元化与决策实施层次化，通过增大集体利益的方式来兼顾各方利益、促

进集体决策、推进区域合作、提高治理效能。

以德国-波兰边境的跨界区域建设过程为例。在欧盟的跨界合作基金框架下，德国-波

兰边境区域分属于四个跨界行动计划：北部的梅克伦堡-勃兰登堡-波兰计划（Mecklenburg-

Vorpommern/ Brandenburg/ Poland programme），中部的波兰-勃兰登堡计划（Poland/Branden‐

burg programme）、南部的萨克森-波兰计划（Saxony/Poland programme）、以及南波罗的海行

动计划（South Baltic Operational Programme）。在国家与州层面，两国政府成立了若干总体

协调机构以推进空间规划与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包括波兰-德国政府间委员会、以及针对

每个跨界行动计划的联合秘书处、审批以及监察部门等。在地方层面，两国边境 40-80km范

围之内的市镇均成立了联合市政府或城市协会，与各个项目的领导组织与参与组织共同推

进跨界合作项目的实施与资金的落实（图2）。

基于这一决策框架，德国-波兰跨界区域合作开展了两百余项具体的跨界合作项目。考

虑到项目目标与地方特征，每个项目所涉及的治理主体及其决策模式存在一定差异。例如，

许多涉及教育、文化、旅游与基础设施的跨界合作项目在地方层面广受欢迎，如跨国旅游景

点的开发、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跨境流域设施共建以及边境教育设施共享等。但是在空间

规划等领域，受发展意愿与规划重点差别、地方行政体系不同、数据不兼容等因素制约，跨界

合作主要还是在两国政府间展开，由两国共同成立的跨国规划协会执行，基层政府与社会的

参与十分有限［54］。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跨界机制的产生与发展是德国、波兰相关政府与利益

方共同决策的产物，但是这一多元决策机制并非总是导向均衡发展。经济实力、行政能力与

城镇化发展水平的较高的地区或城镇往往对跨界发展更为积极，因此在决策中具有相对较

大的话语权，从而更能从跨界合作项目中有所收获。因此，尽管欧盟跨界制度构建旨在促进

多元合作、兼顾各方利益，不同参与主体在社会、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诸多差异对跨界

决策与实施的切实过程影响深远。在具体的跨界项目实施中，并不存在统一的合作形式与

机构设置，需要“一事一议”因地制宜的分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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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障长效化　

与多层次的治理体系相配套的是面向跨界区域发展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其中，包括

欧盟地区开发基金（ERDF）、社会发展基金（European Social Fund）与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在内的欧盟结构基金（Structural Fund）对跨界区域发展影响最为直接与显著。这些基

金通过经济杠杆引导跨界建设与投资项目，有效激活了边境地区的发展潜能，其中尤以欧盟

地区开发基金支持的欧盟跨界合作基金（Interreg）为甚。

欧盟跨界合作基金对跨界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基金机制

的建立对跨界项目的开展起了明显的激励与调控作用。自 1990年设立以来，Interreg累计已

为数千项跨界合作项目提供了超过 295亿欧元的资金援助。这些欧盟官方基金也刺激了地

方政府与私人企业对于跨界建设的投资热情——仅在2014-2020周期内，这些非欧盟途径的

投入就达到了近 1000亿欧元，形成了跨界发展的长效激励机制，有效推动了跨界合作网络

的深化。以波兰-斯洛伐克跨界区域为例。2015年 2月，该跨界行动计划在欧盟委员会正式

立项，获得了来自欧盟 Interreg VA基金超过 1. 5亿欧元的支持，推动了近 300项跨界合作项

目的开展。其中政府主导的标准跨界项目（standard projects）73项，占总资助额的 88%；预算

较少、申请流程简化的微观跨界项目（micro-projects）共 221项，更多吸引地方政府与各类非

政府组织［54］。强势的资金注入大大激活了跨界区域的发展潜力：该跨界计划在不到 3年的

时间里已经基本完成了原计划需要 6年实现的规划目标。其中，跨界休闲步道与交通基础

设施的完工数量更是达到了原定目标的五倍以上［54］。

与此同时，跨界合作基金的长效申请机制很好地保障了跨界区域项目的延续性。在波

兰-斯洛伐克跨界行动计划中，波兰与斯洛伐克两国分属于波罗的海跨界区域（2009年设立

为 Interreg C项目）与多瑙河流域跨界区域（2010年设立为 Interreg C项目）。波兰-斯洛伐克

图2　德国-波兰跨界区域机构设置示意图

Fig. 2    Cross-border institutions at the German-Poland border

资料来源：根据德国-波兰跨界区域相关资料改绘，https：//interregva-bb-pl.eu/programminstitu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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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行动计划不仅在起草与申请阶段吸取了大量波罗的海与多瑙河跨界区域的成功经验，

在执行阶段确立的主要目标与优先领域也是对这两个项目的补充和提升［54］，充分体现出了

Interreg项目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续性。

此外，欧盟为跨界区域项目运转制订了严格的合作规程，为跨界合作项目的整合效果提

供了长效的保障。不论是政府主导的标准跨界项目还是非政府组织参与较多的微观跨界项

目，均需要严格遵守欧盟制定的跨界合作规程，包括合作完成项目申请、合作参与项目实施

的每一步骤、联合人事管理以及设立共同预算与共同筹措项目资金［55］。与此同时，跨界合作

基金设立了长效运作与监督机制，要求确保项目完成后 5年内实施效果不打折，以确保合作

效果的长期性，推动跨界区域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4  结语：对我国跨界区域制度构建的启示——以长三角为例 

欧盟跨界合作的发展体现了区域一体化制度构建在地方/国家主义与全球化的浪潮中

不断演进与完善的过程。作为跨界合作的空间载体，欧盟跨界区域在主权国家不断互动与

博弈之间通过空间整合、尺度重构等方式构建了区域合作的制度安排，提高区域整体的竞争

性。尽管欧盟跨界区域的诸多背景与特征迥异于我国的跨界区域，但是其跨界合作的发展

历程，尤其是如何跨越行政边界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以及如何维持长效的合作激励，仍然为

我国城市合作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了启示。

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长三角地区在推动我国区域一体化政策

实践发展方面起到了先锋和示范的作用。尤其是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于 2019年起上升

为国家战略，在江浙沪皖范围内，跨越省、市行政边界的区域发展和合作政策项目层出不穷。

其中，既包含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标志的临界地区的治理探索，也存在以

沿新安江、环太湖等生态区域和G60科创走廊等经济区域为代表的大尺度、多类型的跨界区

域合作。丰富的政策探索与实践创新为这一系列项目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然而目前

的跨界区域发展在资金支持、机构设置和合作机制等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本文基于对欧

盟跨界区域发展的经验总结，主要提出了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4.1　推动项目化的资金支持和运营制度的建立　

长期可靠的资金来源和良性的资金运营管理制度是保障跨界区域合作项目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前提之一。目前，尽管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已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及专项跨

界合作项目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然而仍存在市场力量动员不足、资金投入、运营和分配

机制不健全、过度依赖政策热度等问题，无法保障跨界合作长期稳定的发展。针对这一问

题，笔者建议长三角地区可参考欧盟跨界合作基金，依托长三角一体化投资基金的现有基

础，拓展基金参与主体，由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三方进行共同投资。同时，完善基金运行和

管理体系，根据合作项目运营主体的差异，设置梯度化的资助比例，推动“基金支持+自筹经

费”的投资模式。例如，公共部门主导的项目欧盟跨界合作基金一般给予总经费 85%的投

资，而私有非营利部门的项目一般资助75%的款项，其余部分主要由参与合作的组织自筹经

费。此外，基金的分配应与合作项目的推进紧密结合，钱随事走，根据合作项目具体的进程

设立预算，进行阶段式的评估，介入项目投融资过程，监督项目经费的合理利用。

4.2　丰富治理尺度，强化跨界组织和基层政府的治理参与　

欧盟跨界区域的发展见证了地方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浪潮的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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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过程，其中以欧洲理事会以及各类跨界协会为代表的共同决策与执行机构是实现跨界合

作的制度保障。目前，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总体实施“三级运作、统分结合”的制度框架，由三

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进行顶层决策，由长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联席会议负责合作重难点

的协调推进，由联席会议办公室和专题合作组执行具体的合作事项。尽管这一制度名义上

强调“统分结合”，但在实际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中仍处于分庭治理的阶段，各机构分属各省

市管辖，缺乏超越地方利益的跨界宏观组织进行长期稳定的政策输出和项目管理①。在这一

背景下，于 2018年抽调三省一市公职人员成立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具备了部分统合

总领的跨界政府机构的功能。相较于传统的联席会议和专题合作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

室不直接隶属于任一省市政府，其政策制定和实施更倾向于从长三角全局利益最大化出发，

对不同省市资源及诉求进行集中讨论和宏观调配。但值得注意的是，与波兰-德国政府间委

员会等正式的跨界政府机构相比，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尚不具备独立的人事和财税权力，

是配合政策浪潮产生的临时组织，权责尚未清晰。对此，笔者建议对其推行进一步的制度化

改革，赋予其相对独立的政府组织管理权责，侧重给予一定跨省资源的调配和统筹权限。同

时，基层政府也应当更多地融入这一治理体系，形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项目发展

路径，而非仅仅作为顶层决策的实施主体。例如，借鉴欧盟案例，跨界政府的公共部门可自

发形成城市协会联盟，主动推进彼此之间的合作项目，上层政府组织可帮助其进行政策的制

定并配合其筹集项目实施的资金，同时从宏观层面寻求和更大区域项目的衔接与共赢。

4.3　推动临界地区的合作发展　

作为跨界区域发展最重要的空间载体之一，临界地区的合作对于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

扩散、减小区域不平等具有显著意义。长三角范围内的临界地区合作存在丰富的政策和实

践基础，从改革开放以来临沪地区的快速发展，到浙皖交界和苏皖交界地区近十年多样化的

合作尝试，直至 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正式设立。在这一过程中，地

方政府角色凸显，体现出了更为积极主动的参与热情和治理能力。然而，由于缺乏资金保障

和制度协作，很多合作项目仍停留在规划和框架性协议的层面。针对这一点，笔者建议将临

界地区作为跨界合作基金投资和跨界治理制度革新的先发地，以此开始推动由点及面的区

域合作进程。参考欧盟跨界合作基金中的 Interreg A平台，临界地区政府在形成伙伴关系的

前提下，可联合申请基金对其跨界项目进行资金支持。但与此同时，为了防止出现只是为了

争取上级政府经济资助的“假合作”行为或者合作当中严重的利益分配不均，还需在地方层

面以上建立有效的项目审核和监督机制，这一功能可由独立的跨省区域合作组织来承担。

此外，临界地区政府也可如上文所述，积极成立长期稳定的跨界合作机构，与上级跨界组织

协作，主导临界地区合作的决策制定和实施管理，推动形成“地方主导+上级扶持与监督”的

临界地区合作发展机制。

长三角作为我国区域合作与融合发展的先行地区，其政策实践的提出与创新，对反哺我

国区域治理理论，促进相关实践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通过欧盟经验

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实际行动的具体结合，笔者希望最终能够对我国跨界区域发展的支持

机制、治理逻辑及空间落点的制度化提升有所启发。

①信息来源为上海人民政府“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建设情况的报告”http://www.spcsc.sh.cn/n1939/n2440/

n7267/u1ai206627.html及笔者于2019年1月对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有关人员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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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cross-border regions: History,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WANG Ying1, YING Wanyun2,3, LUO Xiaolong2

(1. The Bartlett School of Planning,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WC1H 0NN, UK;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3. Guangzhou Urban Planning Survey and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Co. , Ltd. , Guangzhou 510060, China)

Abstract: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has witnessed the emer‐

gence of a new form of regional governance -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The European Union 

hosts som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cross-border regions and provides good examples of cross-

border region-building.  In this paper, we review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the EU (formerly European Community), focusing on how multilevel governance 

was structured and how relevant policy packages were formulated and played out on the ground.  

Based on key actors involved in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border institutionalization, we 

divide the process of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to four phases: initiation (characterized by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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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er spatial planning), growth (characterized by cross-border legal frameworks), expansion 

(characterized by INTERREG initiatives) and deepened cooperation (characterized by the EU 

Cohesion Policy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Spatial, legal, and economic issues were the priori‐

ties of different phases, leaving national sovereignty as the main hurdle for further 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  Drawing on the lessons from the EU and the observat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

ta, we made several suggestions on how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would build its own cross-

boundary regions.  Although reg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re not separated by hard bor‐

ders and are thus free from most political issues faced by EU cross-border regions, they encoun‐

tered many spatial,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issu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that are similar to 

EU cross-border regions.  We, therefore, suggest a couple of aspects that they can learn from the 

EU cross-border development,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ject-based cooperation plat‐

forms supported by stable funding, the inclusion of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 multilevel gover‐

nance, particularly grassroots governments and cross-boundary organizations, and the promo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adjacent regions.  We hope these suggestions would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in China, which may extend from cross-boundary coop‐

eration between neighbors to multifaceted cooperation and multilevel governance.

Key words: Cross-border regions; multilevel governance; policy implication; European 

Union; Yangtze River Del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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